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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于对社会理论过于关注权力、资本或利益而忽视社会生活固有的道德维度的不满，人类学研究

近年来出现了一定的道德转向。其表现之一是在反思涂尔干忽略道德自主性的基础上，从美德伦理学以及

伯纳德·威廉斯、福柯等人的当代阐释中汲取概念资源来开辟新的研究路径，讨论重心于是从关注规范与义

务转向重视日常伦理以及道德主体的反思及判断能力。道德人类学的意义与其说是开辟一门新的分支学

科，不如说是通过引入道德逻辑而在一般社会理论的层次上推进对人及其行动的研究。道德从而无需被划

分为一个单独范畴；相应地，对于涂尔干将道德等同于社会的做法需要重新审视而非简单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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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人类学的道德兴趣

尽管道德是人的境况的基本维度之一，但人类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专门就道德展开细致研

究。很多时候，人类学者对于自身道德困境的关注要远甚于对其研究对象的道德世界的关注。诚然，如果

我们认同本尼迪克特所说道德是“社会认可的习俗的方便称谓”（Benedict, 1934；参见Zigon，2008:1），那么

人类学研究向来不乏对道德的关注。此外，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埃文斯-普里查德已经讨论了阿赞徳

人如何以巫术表达道德原则，然而，对理性议题的关注遮蔽了对道德的讨论，学科内并未在埃文斯-普里查

德之后形成道德研究的潮流（Csordas, 2013; Laidlaw, 2014:197）。整体而言，道德研究未能在学科内取得

应有进展（Parkin, 1985; Laidlaw, 2002; Robbins, 2007; Zigon, 2007, 2008; Fassin, 2008; Lambek, 2010a）。

究其原因，相关研究者大多认为这往往与文化相对主义及学科的自我审查相关（Zigon, 2008: 9-19; Yan,
2011; Laidlaw, 2014: 23）。又如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也曾犀利地指出，由于道德是需要谨慎对待的

话题，研究者轻易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开展可能会被指责为进行价值判断的道德研究，可也正是在这种

回避中隐藏了某种“人类学不能承受之轻”（Fassin, 2008, 2014a）。

由于缺乏对道德的系统研究，导致“社会理论几乎只是从权力、规范、利益、欲望等因素来讨论推动

行动发生的力量或动机”。这些理论“试图用参与者的需求或意图来解释深厚的文化传统或整套实践，

并且将意图简化为利益、冲动、义务、竞争或模仿……行动在这种解释里变得要么是过于机械、要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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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于心计，要么是太过自觉、要么是纯粹功利，但从来不是严肃的、复杂的、明智审慎的、热情激昂的，甚

至是没有矛盾的”（Lambek, 2010b: 40）。不少批评声音还直指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实践理论：一切都可用

“资本”来度量，社会分析简化为对“诸实践之经济”的分析（Laidlaw, 2014: 6, 53）；道德维度被对权力、

品味、声望竞争等内容的考量所遮蔽，具有丰富道德内涵的实践沦为了某种工具主义（lambek, 2000,
2008, 2010a）。

在这些不满的激发下，人类学研究近 20年来对道德的关注日益增多①。“关于道德的人类学或民族志

研究”／“人类学道德研究”（anthropology or ethnography of morality/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morality）（How⁃
ell,1997; Zigon,2007, 2008; Robbins, 2004, 2007; Mattingly, 2012; Csordas, 2013）、“人类学伦理研究”（an⁃
thropology of ethics）（Faubion, 2001, 2011; Laidlaw, 2002, 2014）、“日常伦理”研究（Lambek, 2008, 2010a）、

“关于善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the good）(Robbins, 2013)②、“道德人类学”（moral anthropology）
（Fassin, 2012a, 2014a）等纷纷出现。有研究者指出，相比 1950年代以及 1970年代晚期和 1980年代早期零

星出现的以道德为主题的研究，1990年代中期至今出现的这些研究开始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某种纲领性的

形式，并意图发展出对道德领域的一种系统性的、连贯一致的研究进路（Csordas, 2013）。在此，本文以“道

德人类学”统称上述相关研究③。虽然这些研究具体关注的内容各不相同，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某

种“概念框架与理论参照过剩”的情形（Fassin, 2014b），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抽取出一条理解当前研究走

向的线索，即讨论重心已从社会性或集体性的规范与义务转向日常伦理以及道德主体的反思与判断。

下文尝试对该线索做一梳理。文章首先简要回顾涂尔干的相关观点，接下来概述福柯以及伯纳德·威

廉斯关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及其给人类学研究带来的启示，然后概述日常伦理研究的主要观点，最后回到

对涂尔干的反思，并指出当前的道德人类学研究就重视道德主体的反思及判断能力而言超越了涂尔干，但

就讨论道德与社会的混融而言仍处于与涂尔干持续对话之中。

①人类学研究将视线转向道德也有学科自反性发展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指出，就美国人类学而言，

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新自由主义给社会生活及个体人生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拨

可称为“黑暗人类学”（dark anthropology）的理论思考与民族志研究，这些研究将视线聚焦于社会生活的黑暗面与压抑无望的主体经验以

及造成这些状况的结构与历史因素。作为对“黑暗人类学”的回应与补充，人类学开始关注包括道德／伦理在内的社会生活的良善层面

（Ortner,2016）。简言之，人类学关注道德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不无关系。此外，迪迪埃·法桑也指出，道德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与当

今人道主义呼声高涨的现实情形相契合。人道主义话语及实践引发的道德及政治议题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关注焦点，受此影响，人类

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对于暴力与痛苦、创伤与悲痛、贫困与排斥等议题的关注明显增多，与之相关的道德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参见

Fassin, 2012b）。
② 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这里所说关于善的研究除了涉及道德主题外，也涵盖了价值、幸福、想象、同情、关爱、礼物以及时

间、变迁、希望等其他诸多主题。而在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主编的《Ordinary Ethics》一书中，自由、判断、责任、尊严、自我

塑造、关爱、同情、性格、美德、真理、公正、美好生活等等主题也都归于日常伦理研究。可见，相关研究涉及的主题相当多样乃至庞

杂。在此，主题的多样既反映出人类学研究并不寻求对道德进行规范性界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关研究无意形成某种有固定边

界的分支学科。

③ 在这些研究者中，迪迪埃·法桑最为旗帜鲜明地倡导将相关研究冠以“道德人类学”的名称。其理由在于：首先，道德人类学的研究

并不限于规范、价值及情感的地方形态，因此，人类学道德研究这样的说法对于探讨对象而言过于狭窄。并且，没有必要在道德与人类其

他行为之间划分明确界线，因为对道德准则、伦理困境的分析离不开对政治、宗教、经济或其他社会问题的分析。其次，“人类学的道德转

向本身亦是道德人类学的反思课题”，换言之，道德人类学的说法更能体现学科的自反性（Fassin, 2012a）。本文同意法桑的上述观点，以

“道德人类学”统称文章所要梳理的内容。需要指出，这里的道德是一个不限于规范与义务的相对宽泛的概念，关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请

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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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涂尔干“道德事实”的反思

如前所述，当前的道德研究并不满足于视道德为“社会认可的习俗的方便称谓”。这是因为如此界定

既未与人类学其他常用概念区分开来，也容易造成某种“文化”或“传统”具有某种道德的本质主义认识。

不少学者进一步指出这样的界定可追溯至涂尔干将道德等同于社会的做法，并且认为如此一来导致了后

来的追随者无法辨识出一个真正的道德领域来予以特别关注（Wolfram 1982; Laidlaw 2002, 2014: 16-23;
Robbins, 2007; Zigon 2007, 2008; Fassin, 2014a）。

那么，当前的研究如何回应这种“含混”，如何澄清其研究对象与研究路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

先简要回顾一下涂尔干的道德讨论。

我们知道，涂尔干奠定了社会学借助实证科学的方法研究“道德事实”的基调。回顾《道德事实的确

定》可以看到，道德在涂尔干那里是箴言与行为规范的集合体，其特征在于它被赋予了特殊权威，令行禁

止，必须服从。尽管涂尔干也承认义务只是道德的特征之一，某种程度上的可求性也是道德的另一个特

征，并且这两种特征总是一并呈现出来彼此不可割裂，但在涂尔干看来，对这两种特征的理解都需诉诸社

会的本性蕴含着道德、社会是道德的根源与目的这个根本前提。并且，在涂尔干看来，对道德的理解与分

析不能诉诸个体角度：每个民族在其历史中的既定时期都有一种道德，这对所有属于一个集体的个体来说

都是共同的……尽管每个人的道德良知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表达集体道德，但个人道德良知的多样性

恰恰表明我们不能利用它们来理解道德本身（涂尔干，2002:37-67）。

于是，有研究者认为，在涂尔干的影响下，人类学研究把对道德的讨论将局限在了道德法则的强制与

约束上，并且几乎总是用某种司法语言来书写道德（Laidlaw,1995:19）。由于涂尔干的道德事实取消了在

康德思想里占有中心地位的人的自由，导致道德范畴在人类学家这里被瓦解成一切可以用来解释集体认

可的规则、信念、意见的概念，道德由此似乎是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事实上，唯有在存在自由及反思

性选择的前提下才有道德的出现（Laidlaw,2002）①。

涂尔干的当代研究者在梳理其道德研究意图以期重塑社会学的根本宗旨时也指出，尽管涂尔干也承

认个体人格的“自主性”是现代世俗道德的关键要素之一，但他诉诸原始宗教的基本形式来为道德实践提

供规范基础的“社会存在论”并未对此给予公正评价，而缺少具有一定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个人思考对既有

道德的检讨，则难以解释道德规范以及社会生活如何向新的可能性开放（陈涛，2015）。

可以说，在涂尔干那里，社会的本性蕴含着道德，否认社会推崇的道德，就会否认社会本性，结果只

是否认个人自身。在此，不仅社会与道德彼此混融，而且社会本性留给个人进行思考的空间也相当模

糊。此外，每个民族都有一种道德的观点也极易在反思相对主义的声音那里遭到质疑。总之，当前的

道德人类学对涂尔干的观点并不满意。那么，如果涂尔干的观点不能提供充分养料，另辟蹊径的起点

又在哪里？

① 法桑（Fassin,2014b）曾指出詹姆斯·莱德劳（James Laidlaw）这里的理解简化了涂尔干复杂但也不无含混的观点。考虑到涂尔干对

道德“可求性”的论述，可以说莱德劳的批评并不完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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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伦理进路的出现

在此，福柯、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以及美德伦理学为道德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与新的研究可能。需要说明的是，福柯及威廉斯关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仅是就分析策略而言，并且二人观

点各有侧重，如何区分并无定论①。此外，相关人类学研究亦未曾拘泥于一家之言，阐释区分的目的也是借

以生成一种研究进路来弥补以往讨论之不足。

（一）福柯的启示

福柯被视为近年来道德人类学研究的奠基者（Zigon, 2008: 42; Faubion, 2011: 11）。实际上，福柯早期

的研究并未专门关注道德与伦理，后期的研究才将视线聚焦于此。在《性经验史》第二卷中可以看到，福柯

从各种古代文献中发现了针对“性”而提出的各种行为准则，而他的目的正是透过这些文献分析人们如何

反省、监督自己的行为，如何将自我塑造成为道德主体。由此，福柯将广义而言的道德领域分为道德准则

与伦理体系，并揭示出伦理体系涵盖着四个层面的内容。具体而言，道德领域内既包含了施加于人们身上

并决定行为是被允许还是被禁止、是被赋予积极价值还是消极价值的道德准则或法规；亦包含福柯称之为

伦理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你与你自身应该有的那种关系”，正是伦理“决定了个人应该如何把

自己构建成为自身行动的道德主体”（Foucault, 2000: 263）②。在福柯看来，在道德准则给定的情况下，对

于一种确定的行为类型而言还存在着不同的为人行事的方式。并且，这些不同与伦理所涵盖的四个主要

方面相关：即自我或自我行为的哪个方面与道德行为相关？引导人们承认其道德义务的方式是什么？人

们改变塑造自我的各种“道德努力”是什么？成为道德主体的目的是什么？（福柯，2002: 140-145）
简言之，在福柯这里，伦理的核心是个体在道德准则的引领下让自己成为特定的一类人的努力。单纯

遵循道德规范并不能保证个体成为道德主体，在此中间，个体必须有意识地将自身作为对象，并通过不同

路径或“自我技术”去塑造及改变自身。于是，道德主体的形成便成为一个具有不同形成路径的经验问题，

不考虑个体如何把自身塑造成为“道德主体”的伦理实践就不足以真正完整地理解道德。相应的，有关道

德的历史也不再仅是各种规范准则的历史，还是个体如何把自己塑造成为道德主体的历史。

受此影响，詹姆斯·莱德劳（James Laidlaw）在其关于耆那教徒的苦修生活何以可能的民族志研究中指

出，理解耆那教徒苦修生活的前提就是跳出将耆那教视为一套规范或命令的窠臼，并承认伦理的冲突性

与复杂性。在莱德劳看来，福柯关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正好提供了认识这种复杂性的路径，并启示了

研究者超越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关于人的概念”的讨论，转而去探讨人们努力成为他们所是的那类主

体的方式（Laidlaw, 1995: 18-20）。再如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乌拉普米安人

（Urapmin）短期内皈依基督教的变迁过程中相关道德体验的讨论，也借鉴了“自我技术”来剖析乌拉普

米安人在本土与基督教两种不同文化逻辑的交织纠缠之中的焦虑状态。此外，在罗宾斯看来，福柯的

相关区分也能用于更清楚地说明乌拉普米安人的本土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之间究竟存在哪些类似、哪些

① 此外又如阿瑟·克莱曼（Kleinman, 1999；克莱曼,2007）的区分就既不同于福柯，也不同于威廉斯。

②在不同的作品中，福柯有时提moral subject，有时提 ethical subject，除去引用时根据原文分别译为道德主体（moral subject）、

伦理主体（ethical subject）外，本文在泛指时都表示为道德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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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Robbins,2004）。

福柯也曾指出，在道德主体的形成过程中，思考起着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思考“使人从这种行动或回

应中抽身而退，并将之作为思考对象，追问其意义、条件与目标”（Foucault, 2000:117）；思考是“接受或拒绝

规则的基础，它确立了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将人类塑造为知情主体、裁决主体以及伦理主体”（Fou⁃
cault, 2000: 200）。在此，思考是一种与规则、与不假思索的行动保持距离的举动。由于思考的存在，道德

主体具有了相对于道德准则的一定的自由。此外，福柯还在其他作品中指出，对伦理的认识必须考虑到它

是“有意识的自由实践”或“自由采取的深思熟虑的形式”（Foucault, 2000: 284）。这样一种将伦理与思考、

自由相联系的观点对试图摆脱涂尔干影响的道德人类学研究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虽然不同研究者

对如何理解自由有着不同的解释。

贾勒特·齐根（Jarrett Zigon）分别从两种角度阐释了福柯这里所说的自由。一方面，他将自由理解为个

体在塑造自我时所具有自我意识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选择自由①。另一方面，他将自由理解为个体在塑造自

我的过程中摆脱某种状态的自由，并提出发现不同社会期待其成员摆脱何种状态正是探讨人们的伦理实

践与道德世界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之一（Zigon, 2008: 43）。詹姆斯·莱德劳明确提出将自由视为伦理的主

要要素之一，并提出没有对伦理所蕴含的自由维度的承认及思考，人类学的伦理研究将无从谈起。此外，

莱德劳也以其早期关于耆那教苦修生活的经验研究为例，指出苦修者揭示自我、解构自我、放弃自我以及

对纯净灵魂的终极追求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愿、自由的伦理实践。尽管作为规范的“耆那教道德”的确存在，

但不去理解这些规范所源起的伦理工程，就无法理解这些规范的内容，换言之，道德义务只是耆那教苦修

者伦理实践的结局而非起点(Laidlaw, 2002)。不过，莱德劳并不同意齐根将自由理解为选择的观点，在他

看来，齐根实际上是将自由视为结构性话语或者惯习暂时缺席或失效时的一种选择空间，而这恰恰是福柯

本人所反对的对自由的一种否定式界定，即自由只有在权力限制或权力关系完全缺席的情况下才可能

（Laidlaw, 2014: 125）②。莱德劳本人更倾向于将自由视为变动的权力格局（configurations of power）内的一

种反思（Laidlaw, 2014: 124）。在他看来，自由存在于不同的权力关系之中，并通过不同的伦理实践而体现

出来，从而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与历史形式，并且还会随权力关系之变得或多或少地不平衡而发生变化

(Laidlaw, 2014: 108-110)。
不论如何理解，人类学研究对道德的讨论在福柯这里找到了不同于涂尔干观点的另一种资源，即不再

把道德单纯作为社会强加于个体身上的规范与义务，而是转向关注主体塑造及改变自身的伦理实践，并为

主体的反思留有空间。

（二）威廉斯的启示

除了福柯关注道德主体及其反思自由的观点外，伯纳德·威廉斯关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也时常为道德

人类学提及。

威廉斯在其著作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中指出，“最初这两个词的区分是拉丁语与希腊语

之别，每个词都与性情或习俗相关。差异之一在于，道德所源起的拉丁语更多强调社会期待的意思，而伦

① 齐根对自由的理解也与他提出的“道德停顿”有密切联系。关于“道德停顿”请见后文。

② 莱德劳强调，除了这种否定式界定，福柯所说的自由还反对“自由的行动就是符合理性（或某人的‘真正’利益）的行动”这种观

点（Laidlaw,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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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源起的希腊语更多关注个体性格。不过，道德这个概念如今有了更独特的含义，……它强调特定的伦

理概念，发展成为关于义务的特别概念，并有某些独特预设”（Williams, 2006: 7）。威廉斯并未给伦理下一

确切定义，但他指出，相对于围绕着着道德义务而展开的道德体系，伦理蕴含更丰富的内容，它关乎“某种

生活方式”而非“现在或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的具体问题；或者说，伦理回答的是前者难以回答的“一个人

应该如何生活”的苏格拉底问题（Williams, 2006: 5, 13）。在此可见，道德体系与伦理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

关系，而更多带有某种涵盖关系的色彩，即伦理涵盖了聚焦于义务与规范的道德体系，而二者又一起构成

广义而言的道德领域①。

韦布·基恩（Webb Keane）对威廉斯的观点进行了阐释：虽然道德与伦理都涉及个人对他人承载的义

务，以及个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但二者在如何描述社会关系上存在差异。道德义务是某种可以自己一个

人沉思的事物，与之相反，伦理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人一起度过的。这样一种在长时段内随情景变化

而展开的生活远非描述某个转瞬即逝的事件就能把握。总之，围绕义务而展开的道德与关乎整体生活的

伦理之区分正好凸显了伦理的社会性，而这也正是威廉斯的观点能在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关注历史与社会

复杂性的研究中找的知音的原因之一（Keane, 2016: 18-19）。就此而言，基恩认为“威廉斯通过在道德领

域内进行区分，回应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对康德式西方道德思想的挑战”（Keane, 2010: 67）。不过，基恩也

指出，在聚焦于生活方式的伦理与着眼于义务、原则、禁令的道德之间往往也存在重叠或互动关系，研究无

需拘泥于术语上的严格区分（Keane, 2010; 2016: 16-21）。可以说，威廉斯进行上述区分的意义与其说是

概念上的厘清，不如说是在分析层面上提醒我们将视线从某种普遍的、不受语境影响的、完全有约束力的

规范与义务扩展至充盈着社会互动与复杂思考的生活世界。

从福柯到威廉斯，二者的解释各有侧重。当然，人类学研究不必拘于一家之言。这也正如詹姆斯·莱

德劳所说，福柯与威廉斯（如同亚里士多德那样）都是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意义上来阐释伦理，他们

的意图都是提醒我们注意伦理生活远比规范意义上的道德思考所能呈现的内容更为丰富（Laidlaw,2014:
114-116）。实际上，不少研究会同时借鉴福柯及威廉斯的观点，目的都是以此为起点来生成一种更加广阔

的研究视角。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总是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才能找到答案。

因而，虽然道德人类学当前出现“伦理转向”的表现之一是研究侧重点从集体转向个体、从社会转向经验

（Fassin,2014b），但不表示我们可以将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理解为社会与个体或关注他人与关注自我之间的

对立（Laidlaw, 2014: 114-116），相关的民族志研究自然也不应在这般二元对立的思路下展开。

（三）“道德停顿”及其争议

道德与伦理在分析层面上的区分也推动了方法论方面的争议，这在贾勒特·齐根关于“道德停顿”

（moral breakdown）的讨论及其引起的批评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齐根认为，道德可以从制度、公开话语以及身体化的道德性情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认识。所谓道

德的制度性层面指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宣称的道德，虽然它对个体具有真切实在的影响，但并

不是每位个体成员都严格遵从制度性道德，并且每个社会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制度性道德。作为公开话语

的道德与制度性道德关系密切，区别在于制度性道德为官方或国家机构所支持，而作为话语的道德则是对

① 韦布·基恩指出，威廉斯将道德体系作为伦理的一种类别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在有的文化里，遵守规范本身就是过一种

美德生活的根本所在（Keane,2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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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由官方机构直接表述的道德信念、概念的公开表述，它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日常对话互动的结果①。

作为身体化性情的道德则是伴随着个体的人生轨迹而形成的一种不假思索、未经反思的日常存在方

式。在此，齐根通过将身体化的道德性情与布迪厄的惯习相区分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概念。在他看来，

布迪厄的所说的惯习主要是无意识地习得的，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而身体化的

道德性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受到制度或语言结构的影响，但更多是人生轨迹中经由有意识

的、有意向的伦理工作而形成。此外，身体化的道德性情是个体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经历了特定人

生轨迹的产物，即，每个人的道德性情都是不一样的；而在布迪厄那里，出身相同阶级的人大多具有一

样的惯习，若有差别也仅是某种“偏差”或“个人风格”而已。在解释了道德的上述三个相关层面后，齐

根继续指出，所谓伦理正是针对道德，尤其是其中的身体化的道德性情的有意识的反思。此时，人们会

针对自身进行各种伦理实践，目的是使自身不但在别人眼中也在自己眼中变成道德上更为得当、更能

被接受的人，而“道德停顿”指的正是人们停下来反思并以自身为对象有意识地进行实践的伦理时刻

（Zigon, 2007; 2008: 162-166; 2010: 23-26）。

在此，齐根指出，其“停顿”一词借鉴了海德格尔的 breakdown—— 一个用于描述从某种具非反思性质

的在世（being-in-the-world）状态中抽身（step-away）的概念（Zigon, 2007）②。此外，齐根还指出其“道德停

顿”也相当于福柯所说的“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二者都是指平时未经反思的日常行为成为了思考与

质疑的对象而出现的一种反思状态（Zigon, 2007, 2008: 165; 2010:27）③。

齐根接着指出，“道德停顿”是对日常性的一种打破，往往发生在某一事件或他人闯入个人的日常生活

并迫使其思考什么样的回应才在道德上得当的时候。接下来，齐根借鉴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说

伦理（或者说伦理时刻）是针对特定情景的一种独特回应，并且针对伦理时刻的回应是“继续前进”（Keep⁃
ing Going）的观点，指出置身“道德停顿”的个人会感受到一种离开这种状态的要求，并从道德的上述三个

层面中汲取各种资源来改变自身以便回归不假思索、未经反思的日常道德性情——只是个人的道德性情

在此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化（也许只是轻微变化）。在此过程中，道德的上述三个层面发挥的作用是提供资

源而非决定个人如何进行伦理实践，因而“道德停顿”也是具有一定自由与创造性的时刻（Zigon,2010:29）。

在齐根看来，“道德停顿”的提出有助于研究者从反思性或自反性切入，从而在分析层面上更好地区分

道德与伦理。同时，正是由于“道德停顿”及其对社会世界的反馈的存在，道德的上述三层面才存在变化的

可能。就此而言，关注“道德停顿”不仅可以看到个人与群体如何回应“道德停顿”，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

发现道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人们的道德性情如何形成与再形成（Zigon, 2007, 2008: 17-
18, 162-166; 2010: 23-30）。

齐根关于不加反思的、日常的身体化道德性情——反思性伦理——不加反思的、日常的身体化道德性

①在齐根看来，作为制度的道德与作为公开话语的道德处于不断的对话过程中，彼此之间既有相互支持的时候也有相互拆台的

时候。

②海德格尔指出，社会与生活具有某种欺骗性的理所当然，存在的本质是掩藏在表面的理所当然或必然性之下，只有在 break⁃
down的情况下，才能看到存在的本质。关于 breakdown的中文翻译，一般可见停顿、中断和破裂三种强度不一的译法，考虑到齐根提

出人们对自身进行伦理实践的动机与目的是回归日常道德性情，本文采取“停顿”的译法。感谢何蓉对本文如何理解 breakdown提供

的指点。

③齐根这里对“问题化”的理解主要着眼于福柯讨论“问题化”时对思考的解释。

伦理探究：道德人类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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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循环”叙述引来不少批评①。例如，有研究者提出，在伦理与道德、日常与反思之间设置二元对立，并

且理所应当地认为日常道德不成问题、伦理的目的是回归自在的日常道德性情等观点都是需要商榷的

（Laidlaw, 2014: 115-119; Mattingly, 2012）；道德与伦理在福柯那里是同一现象的两种维度，并且“问题化”

并非独特插曲或事件，某种东西一直都会成为问题，因此，追问类似于“道德此时是否处于伦理时刻？”这样

的问题并无意义，认为“道德停顿”就是福柯所说的“问题化”也是一种误读(Laidlaw, 2014: 118-119)；将意

识与无意识的区分对应于道德决策之际与日常习性之流的区分过于简单，人并不只是在做决策时才对伦

理有所意识（Keane, 2016: 134）。詹姆斯·弗宾(James Faubion)接受齐根关于伦理在“道德停顿”时尤为明

显可见的观点，且他本人也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伦理领域进行了区分，其中既有更加动态的、创造性的层面，

也有更加稳定的、再生产的层面，但他并不认同齐根视道德与伦理为对立状态的观点，也反对视日常伦理

为非反思、非自反的做法（Faubion, 2011: 20）。

就其作为一种分析策略来说，从“道德停顿”切入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追问道德如何体现、如何

变化提供思路与灵感，但齐根的论述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割裂了经验当中本应作为同一现象之两个维度的

道德与伦理的感觉。此外，虽然齐根指出“道德停顿”不仅出现于社会文化发生剧烈变迁时，也出现于每个

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并且生命史及民族志访谈本身也会刺激被访者的伦理反思从而带来“道德停顿”

（Zigon,2010:30,83），但研究者也会心生疑惑：日常生活中是否有那么多“道德停顿”等待田野工作者去发

现和阐释，它难道不是可遇而不可求？聚焦于转瞬即逝的“道德停顿”能否全面理解道德？重视“道德停

顿”是否需要以忽视日常为代价？

此外，引起更大分歧的观点还在于，日常道德性情被齐根视为一种没有反思的自在状态，进而算不上

是道德人类学的真正研究对象。这种对待日常的态度与倡导日常伦理研究的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微依娜·达斯（Veena Das）、谢丽尔·马丁利（Cheryl Mattingly）等人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日常伦理研究

有研究者指出，当前道德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对道德哲学中从康德式道义论向亚里士多德式

美德论转变的回应（Fassin, 2014b; 另参见 Lambek, 2010a: 7, 13-29）。的确，透过对“一个人应该如何生

活”的各种解释，我们在福柯、伯纳德·威廉斯及从他们那里汲取资源的研究中发现了美德伦理学的身影。

美德伦理学与人类学研究路径相契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美德伦理学那里，美德与否

取决于德行的培养，而德行的培养又需诉诸特定情景中的行动与实践，既不可生搬硬套，又得学而时习

之。换言之，理解道德需要解释具体品性，而解释具体品性又需要“深描”道德生活。在威廉斯看来，这样

的路径正好体现出了一种“民族志立场”（Williams, 1986: 203-204; 引自 Laidlaw, 2014: 47）。下文要叙述

的日常伦理研究同样深受美德伦理学影响，只是相关研究并不太强调从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入手，而是更侧

重于通过对日常行动的理解来跳出规范或义务的解释框架②。

在迈克尔·兰贝克看来，所谓“日常伦理”强调的是：首先，伦理是人的境况的一部分，内在于人的言行

之中。其次，“日常”意味着伦理相对说来是心照不宣的，植根于默契而非规则、实践而非知识，人们践行但

① 由于日常道德性情在经历“道德停顿”之后会发生变化，因此这里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循环，故本文在此加上引号。

②在兰贝克、达斯这里，伦理和道德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互换的术语（Lambek,2010a:8-9;Das,2012）。另外，兰贝克指出，之所以

更多使用伦理一词，是因为它更多出现在哲学研究中，以及它更多与行动而非规范、“善”而非“正确”联系在一起（Lambek,2010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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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刻意关注它①。最后，强调人的有限性的日常伦理研究会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不确定的、不一致的甚

至痛苦的、难以言说的、难以原谅的等种种经验（Lambek, 2010a: 1-4）。

关注日常伦理的研究自然不满将伦理植根于超然理性思维的康德式道义论。在兰贝克看来，从思维

的角度解读伦理很可能将其视为一套规范或价值，而对规范或价值的阐释又将是对日常行动所显现的东

西的抽象化或理性化，进而会落入对伦理的拘泥于字句的僵硬解释，并因此带来伦理的普遍性或正确性问

题。从而，人类学需要诉诸亚里士多德以行动为中心的伦理，在实践判断的领域内讨论日常伦理，并以此

来揭示、承认人的行动与意图的复杂性甚至不连贯性(Lambek, 2010a: 9, 14)。
除了反对将伦理实质理解为规范或价值外，兰贝克也反对将其理解为从遵守规范的义务中抽身而出

的自由。在他看来，自由本身便蕴含了判断在内，但判断更能呈现人们实际上如何生活。这里所说的判断

源自兰贝克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的解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智慧”是种能在两种

极端之间找到明智的中间道路的元美德，兰贝克将之译为判断（Lambek, 2010a: 20）。同时，这里的判断也

受到阿伦特有关判断绝非个人主义的，而是发生在“与他人预期的交流中，而他人则是我明白我最终必须

与之达成某种一致的人”的观点的影响(Lambek, 2010a: 26)。简言之，判断离不开对情景以及其他相关人

事关系的考虑，它除了关乎自由及自我形塑外，也关乎责任、关爱、负疚、原谅、洞察以及对人所能认识、所

能理解、所能作为的各种有限性的承认（Lambek, 2010b: 43）。在兰贝克看来，真实的生活就在持续的实践

与不断的判断中显现，如何行动、何时行动以及是否行动等等都牵涉依据情景以及整体而言的生活所作出

的判断。于是，某一具体行动能否具有美德不再关乎其遵守规范与否，而是关乎其所显现的判断的品质如

何（Lambek, 2010b: 61-62）。最终，在兰贝克看来，判断比自由与义务更适合作为日常伦理的支点所在

（Lambek, 2010a: 26）②。以判断为起点，人类学的日常伦理研究就不是去发现或客体化某种特定美德，而

是观察行进中的实践以及对此的地方性解释（Lambek, 2010a: 20）。

谢丽尔·马丁利比较了以兰贝克等学者为代表的日常伦理研究与福柯及其阐释者的伦理思路之间的

异同。马丁利指出，美德伦理学在当代哲学中衍生出后结构主义（或曰福柯式亚里士多德）与“第一人称”

（或曰人文主义亚里士多德）两种不同视角，且这两种版本在道德人类学中各有体现③。就其共性而言，两

种版本都与人类学对普遍理性的批评相契合，也都不满道义论及功利主义的思路，强调将伦理置于实践之

中，并为道德自由留有空间。就其侧重点的不同来讲，前者提供的概念工具有助于人类学深入考察特定道

①兰贝克也指出，伦理当然也有变得明显可见时。例如伦理被违背时、如何正确行事尚不可知或有争议而出现伦理问题时、社

会或伦理革新即将出现时，又或者牧师阶层试图对之进行理性解释或进行教导之时。

②兰贝克认为，判断正是缓和自由与义务之张力的恰当概念。此外，兰贝克亦曾指出，之所以强调从判断而非义务的角度理解

伦理的原因在于，判断带有将价值置于语境中理解的含义，从而能避免将价值绝对化。而之所以不使用选择这个概念，则在于选择

针对的是彼此之间可以通约的事物如经济价值，而判断针对的是彼此之间不可通约的事物如伦理价值（Lambek,2008）。

③ 马丁利指出，人类学研究多依赖田野调查而展开，通过参与观察去理解研究对象对其生活世界的真切体验，因而可以说人类

学向来都在运用或靠近第一人称视角，相应地，关注道德生活的民族志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以第一人称的语言来进行描写。由此看

来，辨识“第一人称”视角的意义似乎不大。不过，在此进行辨识的目的在于强调两种视角的差异及其理论意义。马丁利提出，“第一

人称”道德视角强调个体的“我”或主体间的“我们”的具体经验、自我解释等内容的重要性，“我”或“我们”的意义在此不仅仅是历史

与文化所塑造的某类主体的体现。此外，“第一人称”视角强调日常本身是体现道德的主要场所，并侧重阐释日常生活里道德判断与

行动的复杂性，强调行动蕴含道德风险以及理性难以避免道德困境等内容，如此也就带有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另外，马丁利也

对“人文主义”做了解释：这里的人文主义是前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即关注生命的脆弱以及人在面对其所不能控制的环境时的无

能为力，以此区别于启蒙之后与世俗主义相联、强调人是最高存在的人文主义（Mattingly,2012）。

伦理探究：道德人类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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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传统以及人们用以培育自身品德的各种自我关注的技术；此外，当与福柯的早期研究结合起来时，前者

还为人类学考察自我关注同时也是一种对权力的臣服提供了思路。然而，前者很少解释个体如何在日常

生活呈现给他们的特异情景中去判断、去实现“最佳的善”，或者说它难以触及人的行动与经验的种种无

常。在马丁利看来，前者的不足正是后者的长处，因为后者不仅关注德行培养中的有着确定目的的成为某

类主体的过程，还关注行动自身及其牵涉的实践判断带有的问题；同时，它还重视超出个人控制但个人又

不得不背负的生活困境，或者说，行动与判断本身的沉重性（Mattingly, 2012）。

“第一人称”亚里士多德视角对经验研究的影响也可在谢丽尔·马丁利这里看到。马丁利以家有重症

病患儿童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为对象考察了“照顾亲密的他人”的日常行为及其道德蕴涵。其研究不仅关

注德行培育所涉及的道德主体化过程，更将视线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本身，研究者长期的参与观察揭

示出具体情景中进行道德判断的复杂与艰辛。所谓“最佳的善”并非个人孜孜不倦地培育德行就能带来，

差错、悲剧、未预结局、道德失败等等很可能在个人采取行动之后出现（Mattingly, 2013）。日常本身承载着

道德重量的观点在微依娜·达斯的研究那里也得到了细致阐述。达斯同样将日常视为“道德追求”的场所，

并透过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如何回应他人来理解道德生活。不论是对受到反对、抵制乃至暴力伤害的德里

低收入人群中跨种姓、跨宗教婚姻个案的观察（Das, 2010），还是对日常生活里人们在给予需要帮助的困顿

亲友以礼物时如何顾及其尊严的叙述（Das, 2012），其研究都在表明，“道德追求”的核心不是追随规范，而

是关注他人需求的一种敏感性，或者说是以平凡的语言或身体语言传达出的对他人处境的深切体念。在

此，日常也因其道德内涵而具有了终极意义。

四、结语与讨论

上文大致梳理了当前道德人类学关注日常伦理以及道德主体的反思与判断能力的研究思路①。在

此，美德伦理学及以福柯、威廉斯等为代表的当代阐释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灵感与概念资源。需要指

出的是，人类学研究对福柯、威廉斯关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的阐释更多地是借之以生成一种研究进路

来弥补以往讨论的不足，这并不表示研究必定拘泥于术语层面上的严格区分。例如，詹姆斯·弗宾认为

在纯粹术语的意义上，伦理与道德的区分没有多少词源学的根据（Faubion, 2011: 21-22）。韦布·基恩接

受威廉斯关于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及其对伦理的社会性的强调，其研究围绕着人应该如何生活、应该成

为什么样的人的伦理话题展开，但同时也指出伦理与道德之间存在重叠与互动（Keane, 2010; 2016: 16-
21）。迪迪埃·法桑未将道德限制于规范或价值的范围内，也认为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并不具有经验意

义，研究者可以策略性地使用这两个概念（Fassin, 2008, 2012a）。要言之，术语层面的区分不是目的，关

键在于研究思路的改变与拓展。

社会认可的规范或义务总是抽象固化或高度概括的，倘若人类学研究只将道德理解为对规范与义务

① 伦理思路可与“道义论”视角（强调规范与义务）、“结果论”视角（即既不根据实践是否符合规范来判断其道德与否，也不是从涉及

情感、思考与行动的个人努力来判断其道德与否，而是根据人的所作所为的结果来判断）并列为道德人类学研究的三种进路（参见Rob⁃
bins, 2010; Fassin, 2014a）。当然，厚重的生活与道德经验往往并非一种分析进路所能全面概括，因而，经验研究中侧重点不同，但难以避

免不同进路不同程度地同时出现。由于本文并非对道德人类学的全面梳理，故不再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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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遵循，那么对道德的理解可能是片面且模糊的。而且，对其提问往往难以贴近具体的日常经验，这也正

如石瑞（Charles Stafford）所说，当研究者在田野中就“道德”提问时，很难得到实质回答，而田野中不少没有

触及“道德”的问题很可能正是人们实际面对的伦理问题（Satfford, 2010: 197）。在此，伦理思路为我们去

探讨个体何以成为道德主体、反思以及判断何以比单纯遵守或拒绝规范更能呈现真实生活铺垫了基础。

此外，伦理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透过民族志经验理解道德存续及变迁的可能。可以说，伦理思路的

引入的确为道德人类学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如前所述，道德人类学的推进有赖于对涂尔干“道德事实”的反思。诚然，涂尔干忽略了道德理想的自

主性，而人类学若要理解日常生活中道德主体的反思、判断以及道德变迁等内容就较难从涂尔干这里汲取

资源。不过，在指出涂尔干混淆了道德与社会从而导致人类学难以对道德研究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时，相

关批评没有指明，相较于成文的道德规制，涂尔干更为关心的是作为社会自我意识之表达的道德理想，而

前者只是后者的具体化或物质化表现而已。倘若说前者构成了社会的身体，后者则是社会的灵魂，而也正

是灵魂赋予社会以总体性（参见陈涛，2015）。类似的，韦布·基恩也提醒我们注意：涂尔干之所以将道德等

同于社会，在于其关注的是“总体性社会事实“，而将道德从其他社会领域中抽离出来其实是现代意识形态

的一种反应（Keane, 2010）。实际上，涂尔干的继承者莫斯就以对礼物交换的描述给我们呈现了一幅道德、

经济、法律、宗教、审美杂糅融合的社会生活图景，莫斯也正是基于对这种分化尚未出现的古式社会的研究

提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道德结论（莫斯，2005）。

人类学近年来将视线转向道德的一个主要原因及目的在于，相关研究者们希望以此去澄清、深化对人

类生活固有的道德维度的理解，并通过对道德逻辑的引入而在一般社会理论的层次上推进对人及其行动

的研究。这就意味着道德“不需要被单独划分为一个特定范畴”（Lambek, 2010a: 2），换言之，将道德从社

会生活中抽离出来研究并不可行。相应地，就需要说清道德人类学在什么意义上批评、反思涂尔干。可以

说，涂尔干视道德为规则或义务的合集限制了对道德自主性以及道德变迁的深入讨论，但他将道德与社会

混融则提出了需要不断审视的研究主题。例如兰贝克曾指出，当我们不是从规范或义务的角度，而是从亚

里士多德的行动、实践与判断的角度来进行理解时，将道德融于社会生活并不会带来方法论的危险（Lam⁃
bek, 2010: 28）。事实上，道德人类学若要实现其不做分支学科的抱负（Lambek, 2010a; Fassin, 2012a: 14;
Laidlaw, 2014: 1; Csordas, 2013），就仍然要考虑道德的社会性，或者说道德融于社会的各种可能性。对

此，我们不妨借鉴韦布·基恩的研究来理解。首先，道德离不开人与人共处这一根本的生活本质，单纯诉诸

抽离了语境的个体道德心理或普遍理性难以完整描述道德生活（参见Keane，2010; 2016: 33-38）。其次，

除了形诸于明确成文的规范或义务之外，道德还以不同形式显现于生活之中。例如，以物为中介伴以恰当

的仪式礼节可以表达道德，言谈中的用词、声音以及流利与否可以表达对于某种道德立场的认同或疏离，

针对行动提出明确理由或评价也可以表达道德（Keane，2010）①。总之，从基恩的讨论可知，道德通过各种

形式而为人所知所感，而所有这些形式都不是孤立的，都需要发生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并因其在互动中得到

① 基恩本人使用的概念是伦理生活（ethical life）。在其研究里，伦理是一个涵盖了规范与义务意义上的道德体系的更宽泛的概

念。由于本文这里所说的道德是广义而言的道德，为保持行文流畅，在此将基恩文中的 ethics、ethical life译为道德、道德生活。另

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范围仅限于人类学对道德的理解（包括对哲学的借鉴），而基恩在其近著《Ethical Life》中的讨论并未单

纯局限于人类学一门学科之内，而是采取了跨学科视角来重新思考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讨论的内容既涉及关

注社会互动与公共世界的人类学研究，也涉及侧重探讨隐藏于人们意识之下的心理过程的心理学等学科。

伦理探究：道德人类学的反思

-- 32



Vol. 5 No.5, Jul. 2017
http://src.ruc.edu.cn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第5卷 第5期
2017年9月

辨识与承认而获得意义，而这也正是对道德混融于社会的一种解释。当然，道德融于社会的事实也要求研

究者关注道德之有形、无形、有声、无声、直言不讳、心照不宣等种种形式，如此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道德人

类学研究的难度不小。

本文的完成得益于审稿人以及何蓉、马强、夏循祥、杨春宇、张颉颖、周歆红的批评与建议，谨此致谢，文

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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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ing Ethics: A Review of the Reflection on Moral Anthropology

LI Rong-rong
Abstract：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social theory is too concerned with power, capital or interest and ig⁃

nores the inherent moral dimension of social life, there has been a“moral turn”in anthropological re⁃
search in recent years. One of its manifestations is to reflect on Durkheim's overlooking of moral autonomy
and draw conceptual resources from virtue ethics and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s by Bernard Wil⁃
liams and Michel Foucault.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thus has shifted from norms and obligations to ordi⁃
nary ethics and the reflection and judgment of moral subject. The significance of moral anthropology is not
so much to open up a new subdiscipline, but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human and his/her actions at the lev⁃
el of general social theory by introducing moral logic. Thus, morality need not be singled out as a distinct
category; accordingly, Durkheim’s approach of equating morality with the social needs to be re-examined
rather than simply op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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